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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安葵先生的论文选集 《赏今鉴古集》

在台湾出版。看到书名时很是讶异，一般

都是先“古”后“今”，而安葵先生的这部新

作何以是先今后古，以“赏今鉴古”为名

呢？难道仅仅是因为论古的文章收录得相

对比较少吗？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仔细

阅读了这部论文集。

选择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学术倾向。这

部论文集所选的 40 篇论文，尽管涉及的

研究领域很广，写作时间跨度很大，但作

者对当下戏曲的关怀却贯穿始终。这种

关怀已远非一般的理性关注，而具有一种

别样的深情。首先，“要深刻认识当代的问

题则必须借鉴历史的经验和古代理论资

源”［1］（P.7），作者在序言中如是说，在具体

的论文写作中更是这般论述。古与今是相

对的，也是变化的，并不存在绝对独立的

戏曲事件。立足于当代的戏曲研究，也一

样要寻找历史中的联系，并在这种联系中

认识自己，发展自己。“鉴古”正是为了“赏

今”，忽视当代戏曲实践的古典戏曲研究

固然也有其学术价值，但毕竟是断裂的、

不完整的。而跟当下戏曲现象联系起来的

戏曲研究，将戏曲视为一个连绵不绝的整

体，视为一个依旧伸展呼吸的生命系统，

这显然应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对当代戏

曲的关注，正是安葵先生二十多年来学术

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并直接决定了他

的研究思路与风格。

安葵先生于 1963 年毕业于中国戏曲

学院戏曲文学系，除去“文革”十年，他一

直在中国戏曲研究院 （中国艺术研究院

戏曲研究所前身）工作。戏曲研究所重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和关注戏曲现

状和实际问题的研究风气对他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正如安葵先生自己在“序言”

中所说的那样，“我对戏曲的研究侧重在

当代”［1］（P.7），关怀当下，关怀舞台上的戏

剧，并思考、探讨与此相关的理论问题，是

他的学术倾向，也是他的学术特色。他曾

在《新时期戏曲创作论》的后记中，详细回

顾了自己的研究道路，他说：“以 1979 年

文化部为庆祝建国三十周年举办的历时

一年的调演为开端，每年都举办多种调

演、会演和评奖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我承

担了许多具体工作，从写简报、为领导起

草报告到担任评委之类。比如中国戏剧家

一种深切的当下关怀
———兼谈安葵先生的《赏今鉴古集》

庄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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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举办的历届全国优秀剧本奖评奖我

都参加了（一、二届为初选评论员，三、四、

五、六届任评委），同时也承担了中国艺术

研究院研究生部、中国戏曲学院以及一些

省市的进修班的教学工作和 《戏曲研究》

的编辑工作。这些活动自然占去许多时

间，但也使我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全国戏曲

创作的情况。我虽然未参加创作实践，但

剧作家、艺术家的甘苦喜忧我是经常感同

身受的，这为我进行理论研究提供了不可

或缺的条件。”［2］（P.476-477）这里提到的只是

一些具体的工作，实际上，在繁忙的事务

工作之余，安葵先生笔耕不辍，除了数量

相当可观的单篇剧评外，他还从当代戏曲

实践出发，思考戏曲创作理论，思考戏曲

传统的继承与革新，比较戏曲与文学等其

他艺术样式在艺术思维上的异同，考察戏

曲与话剧的关系等等。可以说，正是这种

对当代戏曲持久的关注和热情，使他在戏

曲创作研究与戏曲理论探讨方面有许多

非常精辟独到的论述和非常富有特色的

研究思路。

安葵先生对当下的关怀直接体现在

他对戏曲本体的认识和对当代戏曲发展

的思考上。我们知道，20 世纪中国戏曲最

重要的问题是：戏曲如何认识自己和发展

自己。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因为发展的前提就是认识自身，而认识自

身的目的就在于更好地发展。这样的问题

一直延续到了现在。那么，安葵先生又是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关于戏曲本体的认识：发现自我而不

是失去自我

首先是对戏曲本体的认识问题。认识

的必要性来自于参照物的出现。当西方戏

剧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国人面前时，许多

人突然陷入认识危机：戏曲是腐朽的、封

建的、落后的。当这种认识跟戏曲的命运

联系在一起时，人们不得不思考：戏曲是

不是应该被消灭，或者应该如何革新、发

展？可以说，客观认识戏曲自身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那

种特殊的时代氛围里，在《众里寻它千百

度———略论王国维戏曲研究历程》 一文

中，安葵先生巧妙地借肯定王国维来批评

20 世纪初一些学者对戏曲的偏见。他说：

“王国维与他们不同，他研究外国的东西

是为了清楚地认识自己，并且双脚牢牢站

在中国大地上，因此研究的结果是发现了

自我而不是失去自我。”［1］（P.298）的确，与他

者进行比较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自己，

但在比较中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

却也委实不易。在《赏今鉴古集》中，安葵

先生的 《戏曲思维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思

维》、《论单纯性格》、《情节与意境———戏

曲编剧进修班讲稿之三》等论文详细叙述

了他对戏曲特殊性的认识，并在对戏曲脸

谱的讨论、对张庚先生“剧诗说”的评述中

阐述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心得。特别是《戏

曲思维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思维》、《论单纯

性格》二文，在比较中认识戏曲特有的思

维方式和美学特点，还戏曲以非常合适的

位置。

在讨论戏曲思维时，作者紧紧抓住王

国维对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特点的经典

式概括，充分论证了程式化的“唱、念、做、

打”在戏曲思维中的重要作用，并认定，

“这种思维材料的特殊性是戏曲思维与话

剧、歌剧、舞剧、电影、文学等姊妹艺术的

思维的根本区别”［1］（P.41）。更重要的是，作

者不是孤立地从戏曲创作的角度讨论戏

曲思维，而是将戏曲思维置于更广阔的戏

曲大世界，并在强调舞台演出、剧场效应的

基础上谈论综合意义上的戏曲。他说：“由

于戏曲的形象观念丰富多样，戏曲思维不

是在剧本创作和舞台演出中可以单独完成

的，因此它的形象联想就必须跨越戏曲艺

术的各个门类，贯串在剧本创作和舞台演

出的两度创作中，最终在舞台上体现出来。

若把观众的欣赏———再创造也看成是一度

创造，那么可以说戏曲思维是贯串和体现

在三度创造中，不仅二度创造不能不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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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剧之本’的剧本，剧本创作也必须考虑

到如何在舞台上体现。”［1］（P.41）关注正在上

演的戏曲，从舞台出发，这是安葵先生一

贯的研究风格。戏曲理论研究是要为戏曲

实践服务的，而研究戏曲思维当然也具有

很强的实践意义，这不仅体现在安葵先生

对戏曲创作经验、教训的分析上，还表现

在他对戏曲欣赏者、评论者的建议上。因

为，“不懂戏曲思维的特点，就难以领略戏

曲艺术的妙处，在评论中就可能分不清优

劣，而把不成功的作品推崇为佳作，对优

秀的作品却加以贬抑”［1］（P.55），而这对于戏

曲创作与戏曲批评的互动，显然很不利。

《论单纯性格》 一文阐述了一种不应

遭受偏见的戏曲美，喜爱戏曲但又对戏曲

感到悲观的人可以藉此寻找自信力。在美

学领域中，戏曲人物的单纯性格曾经遭受

种种非议。有些人认同复杂性格的美学价

值，认为戏曲过于简单、扁平，甚至类型化，

是戏曲创作水平低的表现，而要适应当代

观众的审美需要，就应当摒弃这种简单式

的人物形象塑造方法。针对这样的批评，安

葵先生在文中指出：“我以为这种看法是不

全面的。传统戏曲作品中的人物确实与当

前文学作品中的复杂性格有许多不同，但

不能认为这些形象就是扁平的、简单的或

类型化的，把他们称为单纯性格似乎更合

适。在艺术创作中，与复杂对立的是简单，

与单纯对立的是芜杂。我们应当避免简单

与芜杂，但是单纯性格与复杂性格却是相

辅相成的，同样具有美学价值，不应简单

地加以否定和摒弃。”［1］（P.149）这是替戏曲特

有的美学价值证名，为戏曲的健康发展扫

除了许多障碍。

与“单纯性格”相关的，是人们对戏曲

脸谱化的批评。在《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的

民族化与现代化———与董健、傅谨先生商

榷》一文中，安葵先生区别了脸谱与脸谱

化的不同，论述了脸谱在戏曲表演中的作

用和独特的美学价值。他说：“脸谱是戏曲

化妆（主要是净角、丑角）的一种方法，是

戏曲塑造人物的一种手段。它的美学原则

是根据生活中性格、气质等相近的人物提

炼出的一种共性，然后又在差别中塑造个

性。比如同是画黑脸的，张飞、李逵、包拯

等绝不相同，不同剧种的脸谱也不同，并

非千人一面。戏曲的脸谱是与程式性的表

演和唱腔相一致的，所以用具有强烈视觉

效果的脸谱代表戏曲是可以的。”［1］（P.499）

而脸谱中“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

丑形”的惯常做法，也是传统戏曲爱憎分

明美学特点在表演程式上的反映。

关于张庚先生的“剧诗”说，论文集里

共选了两篇：一是《张庚剧诗说辨析———

与施旭升先生商榷》，一是《张庚的戏曲综

合论》。通过这两篇论文，安葵先生介绍了

“剧诗”说产生的背景，“剧诗”说的核心理

论及其理论价值。文章指出，张庚的“剧

诗”说，在戏曲理论史上是对王国维“戏曲

以歌舞演故事”与“意境”论的继承和发

展，其核心在于指出中国戏曲在美学观念

上与西方戏剧的区别。这种“剧诗”理论，

是以表演为核心，从戏曲的综合性出发，

从戏曲作为舞台艺术的整体性出发，要求

将“组成戏曲的各种因素是用诗的节奏统

一在一起”［1］（P.400）。当然，“剧诗”说的理论

出发点和落脚点也一样是当下戏曲的发

展。这可以从“剧诗”说提出的学术背景上

得以证实。安葵先生在 《张庚剧诗说辨

析———与施旭升先生商榷》一文中指出，张

庚先生之所以在 20 世纪 60 年代系统地论

述具有中国美学特点的“剧诗”说，是有以

下两个原因的：“一是有些人不熟悉中国戏

曲和民族艺术，以西方理论为标准贬低戏

曲，主张按西方写实话剧的特点来改造戏

曲，削弱甚至消灭戏曲的特点；二是在创

作中出现的高级概念化状况。”［1］（P.407-408）

在这些讨论戏曲本体的论文中，安葵

先生不是就理论探讨理论，而是紧密结合

戏曲创作实践，为更好地发展当代戏曲而

展开讨论。这是出于戏曲发展的需要，也

为当代戏曲的发展把握好基本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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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戏曲的发展：我们需要“共工”，

也需要“女娲”

对当下戏曲的关注，对舞台实践的重

视，使作者对戏曲的继承与革新问题有着

比一般人更为清醒的认识。借用选集里

《共工触不周山与女娲补天》 一文的题目

来说，就是：我们不但需要勇于改革创新

的“共工”，也需要能继承、发扬传统的“女

娲”。通过书中选录的相关论文，我们能感

受到作者开放的、发展的眼光和视野。

从横向上看，作者以开放式的心态渴

望戏曲艺术的多样化发展。例如，对当代戏

曲创作流派的论述，对戏曲审美领域雅俗

问题的讨论，对少数民族题材戏曲的关注，

对现代戏创作情况的分析，对历史题材的

不同处理方式的阐述，还有对农村与都市

两个演出舞台的关注等等。作者认为，我们

对具有不同艺术倾向的剧作家应该要有

更多的理解，要鼓励不同创作个性、创作

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在历史题材剧的创作

上，可以是“侧重于对民族文化遗产中积

极因素的发掘和扬励”，也可以是“无情地

剖析遗产中黑暗落后的东西” ［1］（P.118-119）。

对待传统剧目，可以是“去芜存菁”，也可

以是“脱胎换骨，彻底改造”。［1］（P.121）我们应

该尊重差异，尊重剧作家从不同的角度刻

画人物，理解历史。对于少数民族题材戏

剧，作者的眼光敏锐独到，给这类题材的

戏剧以应有的重视。他认为，“少数民族

题材戏剧不仅在内容上不可替代，而且以

其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显示出独有的价

值”［1］（P.148）。特别是具有民族特色的表现

形式，对丰富戏曲舞台形象、增强戏曲艺

术感染力有着独特的贡献。作者列举了蒙

古剧《安代传奇》和花儿剧《花海雪冤》等

作品，详细分析了剧中具有民族特色的歌

舞和生活习俗在戏曲舞台上的表现力。

在历来争议较多的现代戏创作上，安

葵先生并不回避其发展中的困难，而是在

充分认识到“现代戏创作是一个长久的难

题”的前提下，客观分析现代戏创作的成

败，对现代戏创作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思

考与探索。在要不要发展现代戏的问题

上，他说：“虽然戏曲搞现代戏已有几十年

的历史，但是戏曲要不要搞现代戏、现代

戏的价值如何，还是戏曲理论界争论的问

题之一。否定现代戏存在价值的人主要论

据是现代戏没有生命力。因此有人断言，

戏曲现代戏是‘创造的废墟’，还有的人

说，现代戏是一个‘陷阱’⋯⋯这些看法对

不对呢？让我们考察一下实际的情况，当

然讨论的目的不仅在于回答一些人对现

代戏的指责，而且还要探讨现代戏健康发

展的途径。”［1］（P.209） 关心戏曲实践、具有

丰富剧场经验的安葵先生坚信，舞台就是

现代戏成败最好的证人。客观上存在的受

欢迎的现代戏剧目就是对这种质疑的有

力反驳。而目前要探讨的不是要不要现代

戏的问题，而是现代戏如何更加健康地发

展。这种坚定的学术信念不是来自于对现

代戏的盲目热情，而是出自安葵先生对活

跃着的戏曲事件的充分关注。

而在纵向上，在戏曲对待自身传统的

态度上，作者认为，应该以一种发展的、联

系的眼光来看待，既不要拘泥于传统，也

不能全盘否定历史。在《文化坚守与变革

求新》、《乱花渐欲迷人眼———二○○一年

的戏曲舞台》、《戏曲发展与新的综合》等

文章中，作者明确地表达了他对戏曲发展

的立场和态度。作者一方面肯定了戏曲发

展中必然要有更多的传承，另一方面，他

也指出，“戏曲史证明，一个剧种成熟、稳

定后不再思变，就可能僵化而走向衰落，

因此必须有人来不断地打破它，输入一些

异质的东西，使其在变异中焕发出新的生

机”。［1］（P.222）实际上，他还从理论上思考这

种革新发展的必要性。他认为，“研究戏曲

思维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戏曲

艺术的革新发展，在戏曲的危机感中，大

家都有革新发展的强烈要求，因此也产生

了多种多样的理论。有些不太熟悉戏曲的

人未免过多地看到了戏曲的短处，以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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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淡化’乃至消灭戏曲的特点，不能挽

狂澜于即倒，有些对戏曲感情很深的人，

又常常只看到戏曲优长的一面，把一些改

革创新的尝试视为异端，我认为这两者都

不是科学的态度，也不利于戏曲的发展。

只有深入地把握了戏曲的特点并站在历

史的高度来看待这些特点，才能有比较符

合实际的革新发展观”。［1］（P.55-56）很显然，正

如安葵先生所说的那样，戏曲思维本身也

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本质上具有其创造

性、开放性。

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戏曲的发展，既不

抛弃传统，又对革新给予热情的鼓励，这

一点安葵先生很早就做到了。在 1989 年

出版的《当代戏曲作家论》里，他借后记传

达了这种科学的发展观，他说：“近年来，

戏曲理论界围绕着继承与革新等各种问

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认为，要对这些

问题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忽视和脱离历史

的经验。当代戏曲作家的经验是十分丰

富、十分宝贵的。他们的贡献表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从现实和历史生活中提炼素

材，创作新的作品，丰富戏曲艺术的宝库；

另一方面则是根据当代人的认识，对戏曲

艺术遗产进行挖掘、选择、整理、改编和再

创造，保存和发扬传统艺术的精华。这两

方面是不可或缺又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我

认为无论是像陈仁鉴那样侧重于传统的

脱胎换骨的改造，还是象翁偶虹、范钧宏

那样努力于保护和发扬传统的精华，其历

史贡献都应该给以充分的评价。”［3］（P.235）

在安葵先生撰写的许多文章中，充分体现

着这种跳出理论框框、从舞台实际效果出

发的研究思路和研究风格。行文中，作者

旁征博引了许多具体生动的舞台实践，信

手拈来许多或成功或失败的戏曲作品，以

不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了戏曲自身的发展

规律。

对戏曲的这种科学发展观，也体现在

作者对古典剧论的态度上。他说：“现在除

了要继续挖掘古典戏剧理论遗产之外，应

该更重视把古典戏剧创作论与当代的创

作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建立起中国自己的

民族戏剧理论，同时也能更好地推动当代

的创作。”［1］（P.90） 很显然，作者是以“古为

今用”的思想挖掘、探讨古典剧论对当代

戏曲创作的意义的。如在《意会汤清远，言

传李笠翁———关于古典戏曲创作论的思

考》一文中，作者回顾了中国古典戏曲的

三种特性，即诗性、音乐性和剧场性。并指

出，这三个方面在创作上都有意会、言传

两个层次，其中，只可意会的东西在戏曲

创作中是最为重要的，也是古典剧论留给

我们的宝贵理论遗产，应该给予足够的重

视。因为，这正是戏曲不断发展、革新的重

要源泉之一。在论文集中，安葵先生以汤

显祖的戏曲创作和戏曲理论为典型案例，

具体分析了汤显祖建立在创作实践基础

上的理论认识，认为，“这些论述不只是宝

贵的戏曲理论遗产，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

意义”［1］（P.60），我们要想活跃创作思想，打

破模式化、理念化等创作弊端，就应该从

汤显祖等具有创新精神的古代剧作家那

里获取灵感，接受启发。

总之，该论文集中反映了安葵先生二

十多年来在沟通古今、借鉴历史经验、探

讨当代戏曲问题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与

积极贡献。在戏曲发展面临巨大挑战的今

天，书中的许多观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

义，而充溢于书中的那种对当代戏曲发展

的热忱与深切关怀，尤其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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